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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测度及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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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72930165]摘要：针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整体水平待提高、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从效益提升、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3个维度构建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以熵值法作为衡量方法进行测度，并进一步从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分析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但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总体处于“东高西低、梯度分布”格局；全国层面，人力资本和经济环境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明显，资金投入和外贸环境则起负向作用；区域层面，因区位优势不同，各因素的影响作用也发生改变，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影响作用最大，制度环境对中部地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贸环境对东部地区的影响作用被冲淡。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从优化产业布局、合理分配资金、平衡政策使用、加快经济发展、加大教育投资、优化外贸结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7个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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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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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78191139]Abstract：In view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aces the problems such as overall level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nnovation-driven and green development, which is measured by entropy method,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wo aspects of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evel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on the rise as a whole, but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s is extremely unbalanced, and it is generally in a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with gradient distribu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bviously, whil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foreign trade environment play a negative role;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has also changed due to different location advantages, among them, human capital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reg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entral region, while the impact of foreign trade environment on the eastern region is dilut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seven aspects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cluding optimizing industrial layout, allocating funds rationally, balancing the usage of policy, acceler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ing education investment, optimizing foreign trade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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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并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正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为加快制造业转型，2015、2016年我国相继颁布了高端制造发展战略【遵守出版外宣纪律】和《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我国制造业转型进行战略部署；2020年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中再次指出要加快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由此可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我国已上升至战略层次。尽管我国高度重视制造业数字化的发展，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但与美、德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囿于高端人才、资金投入、区域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整体水平待提高、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地区之间生产效益、创新能力的差距出现不同程度的扩大，导致落后地区可能陷入低水平发展的陷阱，而领先地区则由于资源过度集聚引发严重的生态问题。在此背景下，对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并解析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对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文献综述
近几年国内外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一是数字化转型内涵的界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不同的视角下会有不同的界定。如周济[1]从创新驱动的角度指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是通过用数字化技术对产品和技术进行创新，从而改变制造业的产业形态；Jim等[2]从效率提升的角度指出制造业智能化是指通过先进的制造技术来优化生产过程，使之柔性化，进而实现更高效率的交易流程；Hess等[3]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使用数字技术重构产品、服务和组织结构乃至商业模式的复杂过程；王春英等[4]认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应同时包括传统企业与现代技术的数字化融合及数字化企业与具体产业深度融合。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逐渐明晰，为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二是数字化转型的测度。相关研究围绕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展开测度。在测度指标上，已有文献曾基于架构理论[5]、张量理论和成熟度理论构建评价模型[6-7] 【根据文内文后修改结果调整文献序号，注意文内文后一一对应】  【不规范的无实质性引用。仅仅是有选择性地提示笔者所阅读参考的主要文献，有关表述实为笔者调研分析相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见解。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而常用的评价方法则主要包括公式测算法、单一指标法和综合评价法，相比于公式测算法和单一指标法，综合评价法更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因此多数学者均采用综合评价法进行测度。
[bookmark: _Hlk72930896]三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的研究。目前学界对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的研究从多个视角切入，尚无统一标准。其中，国外多从IT【给出中文名称】与波特竞争力模型、TOE框架、信息技术的商业价值等侧面视角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展开定性研究[8] 【根据前文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下同】。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进行了拓展创新，如阳立高等[9]从行业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劳动力成本通过产业的调整推动了制造业的优化升级；金珺等[8]基于已有的TOE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法对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进行划分；在更细分层面下，杨水利等[10]基于扎根理论，以企业创新为视角，对制造企业转型的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研究，发现了资源整合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商业模式创新等七大影响范畴；李永红等[11]以互联网的驱动力为研究主体，运用动力链条模型分析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并从产业集群、标准制定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制造业智能化的对策建议。
[bookmark: OLE_LINK213]现有研究为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研究的视角更多聚焦于企业和行业层面，对区域层面的研究则较为缺乏；二是研究方法多局限于定性分析方法，缺乏更具信服力的定量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围绕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2005－2019年所有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中的熵值法进行测度研究，并进一步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深入剖析各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
2  制造业数字化水平的测度
2.1  指标选取及说明
[bookmark: _Hlk72930329][bookmark: _Hlk72930349]新时代下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是高质量转型升级，在数字化的视角下，从“高质量”向“高新化”转变[12]。其中，“高”是高效益，指利用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内部流程进行改造以提升效率和收益，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应着制造业的升级；“新”是创新，指对数字技术进行开发和应用，从而实现产业发展形态和生产技术工艺的新型化，对应着制造业的转型[13]。而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绿色发展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新的命题[14]，可见数字化转型需兼顾效益、创新和环境三方面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从效益提升、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3个维度出发，选择指标如下：
（1）效益提升维度。效益提升指制造企业在日常生产过程中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而削减成本，提高劳动力、资金、资源等生产资料的利用率，从而实现效率的提升和收益的增加。效益的提升能够直接体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第一，数字技术的赋能使企业能智能控制流程，提高资金、资源等要素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流动性；第二，数字化管理可以协助企业简化生产、制造、装卸和运输的程序，大幅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提高要素的利用率，增加产出；第三，数字供应链的发展能有效减少供应链上各节点间的信息损失，实现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精准对接，企业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差异化和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从而拥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因，对效益提升维度应从流动性、产出性和成长性来考量。参考程翠凤[15]的做法，分别采用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人均工业增加值和净资产收益率来表示流动性指标、产出性指标和成长性指标。
（2）创新驱动维度。创新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我国提出的高端制造业发展战略明确将创新驱动作为制造业发展的核心目标。考虑到一个完整的创新体系应包括创新投入、产出和成果转化三部分，因此本研究也将从投入、产出和成果转化3个角度来考量。投入方面参考杨浩昌等[16]的做法，采用R&D内部经费投入衡量；产出方面，专利作为创新投入的直接产出和成果转化的直接投入，高度囊括了一个地区的创新成果，因此采用专利申请数衡量；创新转化成果方面，由于创新的目的是通过创新产出的应用来实现新的收益，而收益多集中于新产品的销售收入等经济效益上，因此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
[bookmark: _Hlk72239056]（3）绿色发展维度。绿色制造是一个综合考虑资源效率和环境影响的现代制造模式[17]。制造企业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应综合考虑资源的使用和污染物的排放，如此才能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可见绿色制造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必由之路。因此，本研究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两个角度来考量：资源节约方面，电力和煤炭是制造业的主要能源消耗，参考李廉水等[18]的做法，采用煤炭消耗量、电力消耗量衡量；环境友好方面，制造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和废气会严重污染环境，不利于经济未来的发展，而SO2是废气中的主要污染物，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的破坏，因此采用废水排放量和SO2排放量衡量。
[bookmark: _Ref72941822][bookmark: _Hlk71505765]综上，本研究构建了涵盖效益提升、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3个维度共10个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对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在指标选取上尽可能淡化规模性指标的选择，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_Hlk71505749]子目标
	指标名称
	备注
	单位
	指标属性

	效益提升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次/年
	正向

	
	人均制造业增加值
	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就业人数
	万元/人
	正向

	
	净资产收益率
	利润总额/所有者权益
	
	正向

	创新驱动
	R&D内部经费支出占比
	R&D内部经费支出/制造业生产总值
	
	正向

	
	每万人拥有专利申请数
	制造业专利申请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员数
	件/人
	正向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正向

	绿色发展
	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量
	能源消耗量/制造业增加值
	万t标准煤/亿元
	逆向

	
	单位增加值电力消耗量
	电力消耗量/制造业增加值
	亿kW·h/亿元
	逆向

	
	单位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废水排放量/制造业增加值
	万t/亿元
	逆向

	
	单位增加值SO2排放量
	SO2排放量/制造业增加值
	万t/亿元
	逆向




2.2   测度方法
为综合反映各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情况，还需要确定各指标权重，本研究拟采用改进的熵值法进行赋权。具体步骤如下：
（1） 数据无量纲化处理，采用极差变换法。公式分别如下：
                            （正向指标）                             （1）
                            （逆向指标）                             （2）
    式（1）（2）中：【首次出现的参数符号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应作出说明】
（2）为了保证后续的测算有意义，对每个数据向右平移最小单位值0.001，然后进行归一化处理。公式如下：
                                                                          （3）
【首次出现的参数符号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应作出说明】
（3）在求得各个样本在各个指标上的比重后，进一步计算每个指标的信息熵值和效用值。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为：
                                                 （4）
【首次出现的参数符号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应作出说明】其中。
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为：
                                                                           （5）
【首次出现的参数符号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应作出说明】
（4）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公式如下：
                                                                           （6）
【首次出现的参数符号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应作出说明】
（5）给每个指标进行赋权，得到综合指数。公式如下：
                                                                    （7）
【首次出现的参数符号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应作出说明】
基于各个指标的含义及计算方法，计算出的综合指数越大，则代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水平越高。
2.3  测度结果
[bookmark: _Ref72944136]本研究选取2005－2019年为样本考察区间，运用上述测度方法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行趋势分析和区域比较，数据主要来源于EPS统计分析平台（2005－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9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5－2017年）、《中国科技年鉴》（2005－2019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5－2019年）。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由于制造业数据缺失及2018－2019年部分数据未及时更新，结合前人研究经验，统一以规模以上工业数据近似代替缺失的制造业数据，并就相关指标历年平均增长幅度对缺失的2018－2019年数据进行外推计算。各指标的赋权结果如表2所示，创新驱动子目标所占权重达70%以上，可见在本研究的评价体系中，创新驱动被视为对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评价影响最大的因素，提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需要以区域创新水平提升为着力点。
表2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
	子目标层
	指标层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效益提升
	0.199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0.463

	
	
	人均制造业增加值
	0.494

	
	
	净资产收益率
	0.042

	创新驱动
	0.739
	R&D内部经费支出占比
	0.153

	
	
	每万人拥有专利申请数
	0.576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0.271

	绿色发展
	0.062
	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量
	0.426

	
	
	单位增加值电力消耗量
	0.264

	
	
	单位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0.115

	
	
	单位增加值SO2排放量
	0.195



[bookmark: _Hlk72240521]    更进一步地，对各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演变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30个省份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水平呈现不同程度的发散，北京、江苏、安徽、广东、上海和浙江等省市近几年数字化转型进度提升较快，处于前沿面，而黑龙江、云南、山西、新疆等省份则进展缓慢，亟待改进。整体来看，我国近几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展逐年推进，但各省份间的转型速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区域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image: ]
[bookmark: _Ref72944266]图1  200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演变趋势

3  制造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机制
3.1  变量选取
由图1可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区域异质性较为明显，为探究各省份数字化转型差异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分别选取人力资本、资金投入、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教育环境和外贸环境作为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并提出如下假设：
（1）人力资本和资金投入。劳动力和资金作为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对于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作用。劳动力作为特殊的资源，能够在生产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学习和纠正，迅速地积累经验，提高劳动产出率；同时，人拥有完善的知识体系，能直接推动创新决策和技术研发，丰富的人力资本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19]。资金的投入侧面反映了政府对地区发展的支持，合理的资金投入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潜能，而创新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对区域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直接推动作用，但不能立即获得显著成果；相反，过多的资金投入会扰乱市场，破坏市场经济环境，同时使企业产生一定的依赖性，从而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消极作用。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人力资本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起正向作用。
H2：资金投入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起负向作用。
（2）制度环境。良性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可以增加企业资金的投入，刺激市场活力，加速市场更新迭代的速度[20]，另一方面能给区域的创新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对技术的创造和成果的转化起一定的激励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制度环境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起正向作用。
（3）经济环境。一方面，区域的经济环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区域产业的结构优化水平，经济水平发达的区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和企业入驻，从而孵化更多的创新项目；另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可以加快城镇化的建设，进而加速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助推小城域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加深，从而促进区域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经济环境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起正向作用。
（4）教育环境。良好的教育环境有助于为企业输送更优秀的人才，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同时，高校机构作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主体，教育环境的优劣能侧面反映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稳健程度和发展潜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教育环境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起正向作用。
（5）外贸环境。国际间的贸易交流扩大了制造业的市场空间，为部分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效益，有利于企业提高效益，但是，我国多数中小企业处于价值链低端，在贸易时以劳动力作为其比较优势，急剧扩张，这对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起严重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纷纷鼓励进出口贸易，盲目地增加进出口规模而忽视了本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创新力不足的企业造成巨大冲击，企业为了维持市场份额只能被迫从事低端制造，这不利于其长期发展。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外贸环境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起负向作用。
3.2  模型设定
为验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搭建如下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8）
式（8）中：i为各省份，t为各年份，y为被解释变量，即各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此处各参数含义是否同前？如同前，在前面第一次出现时补充交代，后面不必赘述；如不同前，应使用不同的参数来表达，同一参数在文内代表唯一的含义】；Labour、Fund、Inst、Econ、Educ、Open为解释变量，分别代表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教育环境和外贸环境；为变量系数；为随机扰动项。
3.3  数据收集
本研究利用2005－2019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的分析。相关变量说明如下：
（1）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y）。用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数来衡量，采用本研究测算的结果。
（2）人力资本（Labour），即非物质资本，综合体现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文化技术水平。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3）资金投入（Fund）。在参考韩永辉等[21]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地方生产总值（GDP）中财政支出占比来衡量资金投入水平。
（4）制度环境（Inst）。参考金祥荣等[20]的做法，用地区财政收入中的罚没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地区产权保护制度质量，从而侧面反映该地区的制度环境。
（5）经济环境（Econ）。城镇化的发展能够体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参考徐敏等[22]的基础上，用区域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来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6）教育环境（Educ）。采用教育规模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教育环境，教育规模=（基础教育在校生数+中等教育在校生数+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总人口数。
（7）外贸环境（Open）。外贸环境体现为一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水平，参考胡立和等[23]的做法，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外贸环境。
从2005－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收集数据并整理，然后参照刘晓娜等[24]的做法，按照“七五”计划时期的区域划分，将本研究的统计数据齐全的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西部和中部三大经济地区，形成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由表3显示，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总体呈现“东高西低，梯度分布”的格局。就各解释变量而言，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和对外开放水平都呈由东往西递减的趋势；而资金投入水平、制度环境和教育环境则呈现由东部往西部递增的趋势。综合分析可知，各个解释变量的波动空间不同，为使数据更加平稳，同时消除数据的异方差问题，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


[bookmark: _Ref72944351]表3  2005－2019年我国30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bookmark: RANGE!G27]变量
	30个省份
（N=450）
	东部
（N=180）
	中部
（N=135）
	西部
（N=135）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y
	0.318
	0.157
	0.380
	0.168
	0.300
	0.136
	0.252
	0.129

	Labour
	8.822
	1.018
	9.345
	1.117
	8.818
	0.590
	8.129
	0.781

	Fund
	0.237
	0.109
	0.180
	0.064
	0.222
	0.063
	0.327
	0.132

	Inst
	0.004
	0.002
	0.003
	0.002
	0.004
	0.002
	0.004
	0.003

	Econ
	0.539
	0.137
	0.633
	0.147
	0.504
	0.073
	0.450
	0.087

	Educ
	0.192
	0.033
	0.182
	0.033
	0.185
	0.035
	0.211
	0.020

	Open
	0.314
	0.366
	0.613
	0.426
	0.115
	0.043
	0.115
	0.070

	Invest
	0.009
	0.005
	0.008
	0.004
	0.009
	0.006
	0.009
	0.007



注：N为样本量，单位为“个”。下同。

3.4  基准回归
由于面板数据中同时包含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模型中可能存在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和不平稳序列等问题，为了避免对模型结果产生影响或造成伪回归，本研究分别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法和LLC检验法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和平稳性进行检验，并在检验时加入Demean项来缓解截面相关。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显示最大的VIF为6.40，远小于10，所以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而LLC检验下所有变量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认为本研究的数据是平稳的。

表4  变量的基准回归模型单位根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单位根检验
	多重共线性检验

	
	调整后的t统计量
	P值
	方差膨胀系数

	lny
	−3.500 4
	0.000 2
	

	lnLabour
	-4.979 8
	0.000 0
	6.40

	lnFund
	-6.696 4
	0.000 0
	4.39

	lnInst
	-7.042 3
	0.000 0
	2.93

	lnEcon
	-5.358 9
	0.000 0
	1.64

	lnEduc
	-4.914 7
	0.000 0
	1.58

	lnOpen
	-4.863 6
	0.000 0
	1.18





[bookmark: _Ref72944920]经F检验和Hausman检验判别，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人力资本和经济环境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起正向促进作用；资金投入水平和外贸环境的系数为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资金投入和外贸环境对数字化转型起负向作用，而制度环境在模型中无法体现出显著的影响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数字经济形态与传统经济形态有诸多不同，当前的制度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该新型经济形态，仍处于不断调整和完善的时期，所以还并不能完全体现制度环境对数字化转型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宽松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创新的扩散，激活市场的潜力，但保障力度不够，易被不法企业干扰市场，而严苛的制度环境虽有利于创新产权的保护，但也可能扼杀新兴产业，阻碍创新。综合而言，制度环境与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可能并不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教育环境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无明显相关关系，但从人力资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是显著正相关的，这可能是因为人才流动性较大，教育环境薄弱的省份可以通过其他政策手段吸引外省的人才加入，所以教育环境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被淡化；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反映出我国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部分弊端，数字化的建设需要既懂管理又懂数字技术的高端复合人才，但我国在这方面仍存在大量的人才缺口，传统的教育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迎合企业需求。

表5  变量的基准模型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lnLabour
	2.320***

	lnFund
	-0.323*

	lnInst
	0.014

	lnEcon
	1.404***

	lnEduc
	0.051

	lnOpen
	-0.298***

	_cons
	-6.222***


注：*、**、 *** 分别为P<0.05, P<0.01, P<0.001。下同。


3.5   稳健性分析
为使研究结论更可靠，本研究还对模型的结果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_Hlk78204786][bookmark: _Ref72944991]（1）替换解释变量检验。考虑到一个地区的教育环境应同时包括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仅用教育规模可能不能完全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教育环境，因此采用地区财政支出中教育公共事业支出的占比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教育质量。更改教育环境指标，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明在替换指标后教育环境对区域制造业仍旧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余显著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符号均与原模型保持一致，说明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不因教育环境指标的设定而受到显著影响，模型稳健性良好。
（2）纠正内生性问题。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对整个区域的技术升级都有很大助益，从而导致经济环境得到改善，即模型中可能存在双向因果问题。考虑到某些潜在因素会同时影响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和经济环境，忽视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经济环境存在内生性，为减弱这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选取经济环境的滞后1期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本研究结论依旧成立。为了使稳健性检验结果更具说服力，还对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显示（见表6），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显示在1%的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而Kleibergen-Paap Wald rk F统计量则大于10%水平上的Stock-Yogo临界值，因此拒绝“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检验结果充分说明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识别问题，回归结果具有说服力。
[bookmark: _Hlk70525059]（3）补充解释变量检验。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调整的助力，在郭凯明等[25]的基础上，将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vest作为补充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其中信息服务基础建设水平采用信息服务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来表示，回归结果显示（见表6），在加入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后，原有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的正负性均保持一致，说明本研究模型稳健性良好，模型回归结果并不因为加入遗漏变量而受到实质性影响，而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只有微弱的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受时间波动较为明显，由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具有滞后性，其可能不能在当期有明显成效，所以从回归结果上来看，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表6  变量模型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_Hlk71526207]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纠正内生性
	补充解释变量

	常数项
	-6.962***
	-5.574***
	-6.287***

	lnLabour
	2.373***
	2.038***
	2.370***

	lnFund
	-0.349*
	-0.322***
	-0.319*

	lnInst
	-0.004
	0.015
	0.010

	lnEcon
	1.409***
	1.637***
	1.375***

	lnEduc
	-0.231
	-0.052
	0.046

	lnOpen
	-0.285***
	-0.269***
	-0.290***

	lnInvest
	
	
	0.0142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139.188***
	

	Kleibergen-Paaprk Wald F统计量
	
	878.164
{16.38}
	


注： {}内数值为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

（4）考虑到东中西部3个地区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等区位优势不同，不同的因素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情况也不一致，因此分区域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对东部地区而言，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因素主要为人力资本和经济环境，而外贸环境的负向影响则被减弱，本研究认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凭借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合作基础，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高附加值的制造企业居多，创新动力十足，在对外贸易中仍能开展创新活动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实现自我创新。影响中部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资金投入、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外贸环境，相对于全国层面，制度环境的影响作用变得正向显著，这反映出，相对于东西部而言，中部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可以兼顾创新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创新的扩散。而西部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则为人力资本、资金投入、经济环境、外贸环境和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西部地区制造业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技术水平较低、基础设备不足，在国际贸易的市场上主要输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从而抑制其区域创新积极性，此外西部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与高新产业集聚的东部地区相距较远，知识引进受到一定阻碍，而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对高端人才的需求较为迫切，所以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综合来看，人力资本和经济环境对3个区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好的经济环境能为制造企业提供资源、市场等诸多保障，从而吸引许多实力雄厚的高新技术产业入驻，产业集聚有利于孵化更多的创新项目，对于整个区域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大有裨益，同时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又能正向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而人力资本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投入要素和决策单元，是影响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

表7  变量的分区域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lnLabour
	1.995**
	2.312*
	2.460**

	lnFund
	0.265
	-0.734*
	-0.465*

	lnInst
	0.045
	0.072*
	-0.046

	lnEcon
	0.924*
	1.987**
	1.379**

	lnEduc
	0.400
	0.670
	-0.215

	lnOpen
	-0.369
	-0.370*
	-0.302*

	lnInvest
	-0.124
	-0.024
	0.072*

	_con
	-4.526*
	-5.468*
	-6.973**

	N
	180
	135
	135




4  结论与建议
【论文结尾部分的“结论”是对全文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并基于研究框架、结合现实问题作进一步讨论。补充总结内容】
结合以上结论，为更好地促进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调整各地区产业结构。我国东中西3个地区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有所差异，然而目前各地区产业布局仍有不合理之处，优势产业没有发展充分，影响了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东部地区资本密集、人才集聚，应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引入技术并实现本土创新；西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政府应引导企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变，增加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国家迁移，逐步缩小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差异。
（2）合理分配资金，鼓励企业创新。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为有发展前景但前期因不成熟而导致价格过高的技术或产品提供补贴，维持其市场份额，给予其从创新到走向成熟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加大对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投入力度，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融合，以技术的进步推动制造业的转型，进而同向促进技术的创新。
（3）平衡政策的使用，加大政策的实施力度。以上分区域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并没有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中西部地区存在政策失衡问题或是实施力度不足问题。一方面，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形态特征的不同导致了传统的政策并不匹配当前需要，未能体现政策对数字化转型的支持，需要针对数字经济的特殊性进行调整，在建设制造强国的总战略指导下，针对自身优势和发展情况制定合理的政策，稳定市场并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需要注重政策的实施力度、控制政策的强度，在稳定市场的同时放宽部分限制，激励创新。
（4）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城镇化的推进，促进要素资源集聚从而实现更专业化的分工，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因此，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不应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扩张，在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避免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废水废气的排放，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经济发展。
（5）加大教育投资，培养专业人才队伍。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数字化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扩大，而我国缺乏懂数字技术的复合人才，既懂算法又懂管理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人才成为制约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瓶颈。一方面，数字化人才的流动呈现马太效应，区位优势明显的东部地区对数字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也吸引更多人才向其聚拢，而中西部地区受限于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无法提供诸如东部发达经济带所提供的福利，因此难以留住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虽然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增加了企业对数字化人才的需求，但同时也减少了大量就业机会，社会用工的成本逐渐增加，但社会用工将呈现减少趋势。为了缓解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发展的限制，人才培养应从如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培养人才，加大教育资金投入。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要注重基础研究、注重与实践结合，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二是留住人才，完善企业激励机制。对企业招收高层次人才提供一定补助，保障中小企业创新人才的供应。三是转变人才，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以管理层为示范，从人员层面跟进数字化进展。
（6）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高价值链的攀升。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行业虽然能够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但这会对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产生负向的影响，不利于其数字化转型。所以政府应进行宏观调控，在不扰动市场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激励政策，鼓励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提高中西部的产品出口质量；而东部地区为了防止技术外流，应合理调整进出口结构，与国外先进企业进行合作，在积极引入外商投资的同时加大对国外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引入国外高新技术并实现与本土产业的融合。
（7）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网络服务能力。技术的升级需要基础设施的同步跟进，如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迭代需要5G网络的支持，而5G网络因为频率高而需要建设更多的基站。据公开资料整理，截止到2020年6月底，我国累计建造基站超41万个【补著录来源文献】，可见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但5G网络的使用也往往伴随着高昂的电费，因此可通过降低电费或提供电费补贴等经济手段，为企业分担部分成本压力，进一步降低数据传输、存储、交易和分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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